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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村民自治时期农村妇女参与村庄治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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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９）

摘要　当下中国农村村庄治理结构中女性处于边缘状态，流行的解释是农村妇女素质低、自
己没有参与的意愿。回溯前村民自治时代的中国农村妇女参与村庄治理的历程，这个解释可以
被证伪。在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农村妇女曾经有过高度参与村庄治理的经历，共
产党的革命让她们“感知”到妇女的“解放”，农村妇女第一次拥有了政治身份，得到制度性的关
注，具有社会成就感和自信心。那些缺乏政治经验、参与意识和能力的说辞，不能作为当今农村
妇女公共领域被边缘化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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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农村村委会换届选举即将拉开帷幕，

尽管当今中国农村妇女、儿童、老人成为主要居民，

但村庄治理结构中，男性仍居于主导地位。对此政
府官员、主流媒体、学者以及基层乡镇、村干部们最
常见的解释是两个：农村女性素质低；农村妇女自
己没有参与村庄治理的意愿。事实果真如此吗？

本文从历史制度主义研究的视角，以农村妇女作为
参与者的“感知”和制度主导方的“感知”作为基本
分析概念，回溯前村民自治时代的中国农村妇女参
与村庄治理的故事，以事实为依据，以理论为工具
对这两个解释进行证伪。

诺思建构了制度变迁理论，其早期研究认同并
运用新制度主义的理性选择模型，以分析制度的交
易成本。随着研究的深入，他越来越发现理性选择
模型能有效分析静态的制度均衡，但一旦进入动态
的、演化的制度变迁分析中，就“存在着无数的困
境”。因此，１９９０年代以后，诺思对制度变迁机制
的动力源泉的追究，越来越指向人们的认识性因素
在人类社会制度变迁中的重要作用。由此，诺思和
一些合作者提出了一个关于制度演化的认知模型，

认知制度主义成为历史制度主义的一个重要构成。

诺思在《理解经济变迁过程》一书的前言中说：“人
类的演化是由参与者的感知所支配的：选择———决
策———是根据这些感知做出的，这些感知能在追求
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的目标过程中降低组织的不

确定性。经济变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行为人对
自身行动的感知所型塑的刻意过程”。①诺思认为，
在制度变迁过程中，每一个参与经济活动的行动者
都是依靠某种心智模型进行决策的，这种心智模型
就是我们内心的感知构成的一种认识模式。行动
者们感知自己所处的场景、预期行动的后果，从而
影响他们的行动选择，支配他们的行动策略。当行
动者（双方或多方）由感知建构的认知模型在反复
的互动中逐渐相互认同，沉淀并稳定下来形成共有
的信念，就形成了制度或导致了制度的变迁。这种
由感知、认同、信念而建构起来的制度，才是降低交
易成本的关键。运用历史制度主义的认知理论来
分析农村妇女参与村庄治理的现实，作为行动参与
者的农村妇女和作为制度建构方的执政党和政府，
双方的感知以及由感知所型塑的选择从而形成共

有的信念、制度便成为本文的核心分析概念。
本文所说的前村民自治时期，始于中国共产党

成立至中国农村政治体制改革以前，这不是一个严
格的时间概念，是基于研究需要所划定的一个时间
范围。本文研究的空间范围也是基于研究所需，主
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村庄治理，受资料以及篇
幅的限制，国民党统治区的农村妇女参与村庄治理
问题不在本文研究的视域之内。

一、制度的建构与参与者的行动

在社会性别分隔的传统社会结构中，乡村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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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和自治权，分别掌握在占统治地位的不同男性
成员手中，与女性是不相干的。农村公共领域的性
别排斥和隔绝，直到近代民主思想进入中国才逐渐
被打破。农村妇女问题最早得到中国共产党关注，
是在１９２５年中国共产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在
此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运动重点在城市。
“四大”首次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
问题，通过了《对妇女运动之决议案》，决议作出“凡
本党开始农民运动之地方，即宜注意做农村妇女运
动的准备工作。”１９２７年国共合作破裂，中国共产
党在困境中重新确定了发展战略，农村成为共产党
发展的根据地。１９２８年中国共产党在“六大”通过
的《妇女运动决议案》中明确指出，“在乡村经济中，
妇女异乎寻常的困苦状况，过分的劳动，在家庭习
惯及风俗上完全没有权利等，成为吸收一般农妇反
对地主豪绅的斗争及夺取她们到革命方面来的条

件。”因此“党的最大任务是认定农民妇女乃最积极
的革命参加者，而尽量的吸收到一切农民组织中
来。”②至此，共产党在农村妇女中的动员与推动参
与的活动才真正开展起来。
随着共产党的根据地基层政权的建立，逐渐将

吸纳农村妇女参与基层政权建设与管理的行为法

律化和制度化。无论是１９２７年１１月江西省苏维
埃颁布的《临时组织法》，还是１９３１年１１月颁布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都把“男女均有选
举权和被选举权”写进了法令，《宪法大纲》更为明
确地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彻底实行妇女解
放为目的，承认婚姻自由、实行各种保护女性的办
法，使妇女能够从事实上逐渐得到脱离家务束缚的
物质基础，而参加全社会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生
活。”这些法律法令，在当时根据地得到了较为有力
的实施。从１９３１年到１９３３年，根据地组织了多次
选举活动。特别是１９３３年选举，中央组织部明确
要求组织妇女参加选举，并要求代表中要保证妇女
代表占２５％。毛泽东曾经调查过的福建上杭上才
溪乡，１９３３年选举上才溪乡７５名代表中有４３名
妇女，占６０％；下才溪乡９１名代表中有５９名妇
女，占６６％。较之１９３２年的选举，上才溪和下才
溪的妇女代表各增长３０％和３５％。③

毛泽东同志的调查展示了一幅根据地乡村公

共政治的详细图景，凸显了农村妇女在公共领域中
的活跃身影。根据地各“村的代表主任制度及代表
与居民发生固定关系”这样网状组织中，起着主要
联系作用的力量是妇女。妇女组织的活动纳入了
制度化的轨道，“妇女代表会十天开一次，乡有主席

团五人，内推一指导员，另四人分在四村，每村一
人，即为村的主任。妇女代表会讨论的问题，凡乡
苏讨论的她们都讨论，除对慰劳红军、推销公债、发
展生产外，本身利益如婚姻问题，也常讨论，解释婚
姻条例给妇女听。”④根据地妇女不仅当代表，管理
村务，而且活跃在乡村基层政权领导核心的岗位
上。江西兴国县当选为人民代表的妇女达３０％以
上，全县有３０多名妇女当选为苏维埃主席。
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继续在抗日根据

地开展民主参政运动，实行男女平等的选举与被选
举权利，为确保妇女当选的权利，各地均规定了参
议员中妇女的比例，参加讨论边区政府的各项议
案。妇女在根据地的基层政权管理中挑起了大梁，
承担了重要的管理工作。以华中地区为例，由女性
主持地、县、区全面工作是普遍现象。江苏淮属地
委５名委员中有３名是女性，中共念中县委和舒城
县委全部由女性组成，是著名的“女县委”班子，苏
中江都县１１个区委书记中有９名是女性。与上述
地、县级领导的性别结构相类似，在农村村务管理
中，农村妇女和男性一样是中流砥柱。
解放战争来临，根据地变成了解放区，妇女被

更广泛地动员起来，在村区基层政权中进一步发挥
着重要作用。以山东渤海无棣县为例，全县３６０个
村中有２９０个村的村长是女性。解放区的妇女们
不仅把亲人送上前线、将军鞋送上前线、将流血流
汗打下的粮食送到前线，而且为前线提供了一个稳
定、高效的战时后方根据地。当时在老区广泛流传
的一首《选村长歌》，很明确地提出了选村长的标准
不是性别，“不分男和女，只有热心肠”，“能吃苦，能
耐劳，又积极，又坚强，办事公平十六两”⑤，突出的
是服务意愿、品质和能力。
新中国成立初期，土改运动全面展开。刘少奇

在《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农民协会
应切实注意妇女参加，并吸收妇女中的积极分子来
参加领导工作。为了保障妇女在土地改革中应得
的利益和妇女在社会上应有的权利，并讨论有关妇
女的各种问题，在农民协会中召集妇女会议或代表
会议是必要的。”⑥冀中地区实行土改后，村人民代
表会议中，女代表占３０％。山西长治专区１１８个
农业合作社中，就有正副女社长９５人。湖北省农
会女主席有６２０人，女乡长３６５人。１９５２年全国
乡级人民代表会议（包括执行乡人民代表会议职权
的农民代表会议）的女代表，占代表总数的２２％。⑦

１９５５—１９５６年，农业合作化运动迅猛发展。
全国妇联得风气之先，在１９５４年就做出了反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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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当前农村工作的指示》中强调，应在农业合作
社、互助组及基层妇女代表会议的妇女积极分子
中，选择积极劳动、政治思想进步、能联系群众、又
有一定能力的妇女，有计划地培养她们成为互助
组、合作社基层妇女代表会议的领导骨干。１９５６
年６月３０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
章程》中明确规定：在合作社的领导人员和工作人
员里面，女社员要占有一定的名额。在合作社主
任、副主任里面，至少要有妇女一人。
该章程为当时农村妇女参与农村公共领域的

领导和决策活动提供了法律依据。１９５６年，全国
已有１．２亿农户的妇女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
福建省全省４．５万个农业合作社中，担任社长、委
员和技术员等职务的妇女约５万人。１９５６年３
月，全国妇联在《全国妇女为实现“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６７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奋斗纲要》（草案）中提出：
“各级妇联必须协助合作社重视培养妇女骨干，做
到社社有女的正或副社长，队队有女的正或副队
长，并且在社务管理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内逐年增
长提拔培养女委员、女股长、女技术员、女会计
员。”⑧１９５６年６月２２日，全国妇联副主席邓颖超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发言

中，进一步强调要继续培养和提拔农业社妇女干
部。提出：凡是尚未配备妇女干部的社，应当按社
章６１条规定，在合作社的领导人员和工作人员里
面，女社员要占有一定的名额。在合作社主任、副
主任里面，至少要有妇女一人。到１９５６年底，全国

７５．６万个农业合作社中，７０％－８０％的社有女社
长或女副社长，约计５０余万人，约占６６．１％。妇
女担任社务委员和生产队长的人数更多。

１９５６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农村妇女参
与村社管理的高峰，自此之后情况开始转变，公共
领域管理的权力资源在此后的升社并社中成为稀

缺资源，女社长们在新并的社中渐渐被挤出，１９６０
年，全国２．４万多个人民公社中，有正副女社长

５５００多人（２２．９％）。⑨较之１９５６年下降了４３．２个
百分点。从１９６２年开始的干部队伍调整精简，受
此影响，农村人民公社及县级女领导干部的比例大
幅下降，１９６５年这个比例降至１％左右；全国担任
公社党委书记的女干部，只占公社党委书记总数的

０．３９％。⑩不过生产队这一级受到的影响似乎不像
公社一级那样突出，１９６０年全国农村大部分队都
有女队长，此后几年里情况得以持续。以１９６４年
被作为经验介绍的广西苍梧县正阳公社为例，全公

社２２个生产队，有正副女队长２３人，会计４人，保
管员９人，技术员８人，在２２个生产队中有１２个
一类队，其中７个队是妇女当队长，１９６３年全社收
入最高的是正阳一队，该队的正副队长都是女性。
当然，正阳公社是作为培养妇女干部典型在全国推
广，其水平要高出一般情况。

１９６６年开始“文化大革命”，受特殊政治气候
的影响，妇女在公共权力机构中的参与出现了最高
层和最低层上下两极相对繁荣，而中间层萎缩的现
象。１９７８年，农村基层领导干部中女干部所占比
例大大下降。全国人民公社正副社长中，女干部只
有１．１５万余人，仅占正副社长总数的５％。瑏瑡尽管
公社一级的妇女干部大幅减少，但生产大队及生产
队里一般都以任命制的形式配有妇女干部，如副书
记、副大队长、妇女队长等，在最基层的农村公共权
力结构中妇女仍保留有一席之地。
由此可以得出三点结论：共产党和根据地政府

“认定农民妇女乃最积极的革命参加者”，为动员农
村妇女参与，在吸纳农村妇女参与基层政权建设与
管理方面制定、并有力实施了切实可行的制度（如
比例制）；从１９３０年代到１９５６年，农村妇女在乡村
管理中居于重要或主导地位；农村妇女在革命及社
会主义建设初期爆发了惊人的热情和高参与率

（村、社女干部达到或超过３０％），其表现出的素质
和才能得到当时政府及群众的肯定。

二、参与者的“感知”及被“感知”
所型塑的行动

　　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发动革命之初，妇女是被动
员和被吸纳。问题由此而出，处于被动状态的农村
妇女一旦被“发动”，为什么在那样的时代能够“激
情燃烧”，舍生忘死，生死以之？答案是共产党的革
命让她们“感知”到了妇女的“解放”。农村妇女“感
知”到的“解放”，首先是千年的痛苦被男人、被组织
理解。党的领导人体察并说出了农村妇女的痛苦。
毛泽东指出了农村妇女除了与农民共同遭受政权、
族权、神权压迫外，还受夫权的特殊压迫，“她们没
有政治地位，没有人身自由，她们的痛苦比一切人
大。”毛泽东在对南方农村的考察中，具体详细地分
析了南方农村妇女承担的劳动角色，并得出她们
“与男子同为劳动的主力，严格说来，她们在耕种上
尽的责任比男子还要多。……女子的劳苦实在比
男子要厉害。……她们是男子经济（封建经济以至
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属品”瑏瑢的结论。千百年来在
以血缘为中心，以男权为主导的封闭的农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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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不仅是被忽视，更是被歧视的群体。如今石破
天惊，有一位非同一般的人说出了她们无法言说的
痛苦，她们卑微、痛苦和绝望的感受是在革命的底
层动员中才找到知音的。
其次是农村妇女第一次拥有了政治身份，成为

体制内有组织的人。在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千百
年来一直受到社会排斥的妇女第一次拥有了与男

人一样参加社会组织的权力，妇女除了能和男子一
样参加“变成顶荣耀的东西”的农会，妇女还有自己
的组织———体制内的群众组织———妇女会，成为有
组织的人。“苏维埃给予一切被剥削被压迫的民众
以完全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当下的人或许不把
选举权当一回事，但在革命年代的根据地，有选举
权的人上红榜，没有选举权的人要上白榜，“上红榜
而感到扬眉吐气，当家做主的光荣感油然而起”。瑏瑣

再次是农村妇女作为一个群体的特殊利益第

一次得到制度性的关注，这使她们感觉到受到了关
怀。尽管是出于革命战争的需要、从动员群众的角
度，１９２９年共产党的文件第一次提出了农妇的“特
殊利益”的概念瑏瑤，土地革命时期，苏维埃共和国颁
布了《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组织条例》，各根据地成
立了“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专门就妇女特殊困难
进行调查研究，向苏维埃政权反映并力争给予解
决。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毛
泽东进一步阐明了从关心群众利益着手的动员思

想：“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
么，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
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
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
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的问题，解决群
众的一切问题。”毛泽东在这里提到的问题包含的
农妇的“特殊利益”。党的“六大”指出，“在农妇中
之宣传与暴动工作，应直接提出关于农妇本身利益
的具体要求，如继承权，土地权，反对多妻制，反对
年龄过小之出嫁（童养媳），反对强迫出嫁，离婚权，
反对买卖妇女，保护女雇工的劳动。”“分田分地”和
“婚姻自由”，是各个根据地建立初期普遍宣传的两
大口号和主要措施。
最后是农村妇女在参与基层政权建设和管理

中的社会成就感和自信心。在根据地的基层政权
建设和村社管理中，她们开始有了话语权，也有了
成就感，体验到从事一项伟大事业的快乐。作为当
年毛泽东调查的接待和亲历者，才溪乡人民代表林
宝姑说：跟着红军闹革命，是她这辈子做过的最快
乐的事。瑏瑥参加政权建设和管理的女性得到社会的

承认，精明强干的女性“居然在一向是男人执政的
社会里当选为乡长”，“参政的姑娘积极负责、吃苦
实干、执政天才的表现，令人佩服，就是封建意识最
浓厚的老头，也不时点头称赞。”瑏瑦

“人类试图用自身关于世界的感知来建构所处
的环境”，瑏瑧人们根据感知作出行为选择。战争年
代农村妇女的激情燃烧与她们所“感知”的“解放”、
“翻身”密切相连。她们切实感到受到来自政府、来
自组织的关注，她们确实有了政治上解放、经济上
受益、社会性别身份上翻身的感觉，在组织中她们
找到情感的归属和理解，在革命事业中有了释放激
情、才能的空间，在贡献中有了受人尊重的体验。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下很多农村妇女对于公

共事务的热情逐渐冷却下来，对乡村的政治、治理
自愿保持“理性的无知”，这种冷漠态度也是基于她
们“感知”。村委会的选举、村庄的管理与她们的
“翻身”、“解放”有多高的关联度？参加选举、参与
乡村的公共活动能够给她们带来“感知”是利益、归
属还是荣耀？我们理解了革命年代农村妇女参与

的理由，我们也就能探究当下农村妇女低参与热情
的原因。

三、制度主导方的“感知”：
需求支配下的行动

　　有学者指出农妇与革命是双向需求的关系，党
依靠农妇取得了革命胜利，而农妇也在党的领导下
获得了自身的解放。瑏瑨这是卓见。如果进而言之，
首先，在这个双向需求的结构中，党和国家（革命时
期是政权）作为强势一方居于主导地位。诺思说：
“人类试图用自身的感知来建构所处的环境。但
是，谁的感知重要以及如何使之转化为对环境的改
造则是制度结构的结果。”瑏瑩在革命的强势语境下，
强国家（或政党及其领导下的政权）弱社会的制度
结构“决定了谁是企业家、谁的选择重要以及这些
选择怎样由这个结构的决策规则来强制实施。”其
次，当时的情势，作为制度结构主导方的共产党（政
治企业家）迫于革命形势的强大压力，对农村妇女
的参与需求远远超过了后者。正如毛泽东所认识
的那样，没有妇女的参与革命就不可能成功，“当政
治和经济企业家觉察到新的机会或者对影响他们

福利的新威胁做出反应时，制度通常会加速变
迁。”瑐瑠共产党及国家（或政权）对农村妇女参与的
强烈需求是农村妇女参与乡村管理的制度安排的

动力源泉。长期以来无论是政界还是学界关于“党
对农村妇女解放和发展的历史贡献”有很多的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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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如果从需求的角度来看，吸纳和动员农村妇女
对党和革命事业做出贡献，是当时当务之急的需
求。共产党从建立初，就把妇女解放作为价值目
标，但这毕竟只是一个长期的理想，而非当时迫切
需要解决的目标。只是当这个价值目标与当时革
命成功与否的工具性目标结合在一起，并被革命的
领导人（政治企业家）所感知到的时候，其在革命事
业中的重要性才凸显出来，而一旦这种需求强烈感
减弱时，制度及其实施的力度也会相应发生转变。
毛泽东是将革命事业与农村妇女的“解放”（准

确地说是处境的改善）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先知先觉
者，他从来也不隐讳动员发动妇女的目的，他声称
妇女“是决定革命胜利的一个力量”，瑐瑡１９３２年６
月，苏区临时中央政府发出训令，指出：“妇女占劳
动群众的半数，劳动妇女积极起来参加革命工作，
对于革命有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在日益扩大向外发
展的革命战争中，多数男子均要到红军里去及参加
前线工作，则后方的工作与巩固保卫的责任，更要
有妇女来担当，坚决实现保护与解放妇女的法令，
领导劳动妇女群众来积极参加革命，使与妇女运动
密切的联系起来，以增加革命胜利的建设。”瑐瑢还是
以毛泽东当年调查的上才溪乡为例，上才溪乡男劳
力５４２人，女劳力５８１人，外调出去工作或当了红
军的男劳力４８５人，女劳力２２人，留在乡村的男劳
力６９人，与女劳力５５９人比较，男子只占１１％。
因此，耕种主要依靠女子。当时女子能用牛的约

３００人，而此前只有３０人左右。当时的兴国县由
于男人都出去当红军，成为著名的红色“女儿国”，
革命根据地的农村妇女撑起了大半边天。正是在
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强调要“使女子的权利与男
子同等”，要注意“妇女的当选，使广大劳动妇女，能
参加国家的管理”瑐瑣。如果没有妇女的参与，“革
命”就会成为无水之鱼，无法生存下去。
新中国成立之初，建设社会主义事业对妇女参

与产生了强烈需求，１９５６年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
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指出：“中国的妇女是
一支伟大的人力资源。”毛泽东作了解释：“在合作
化以后，许多合作社感到劳动力不足了，有必要发
动过去不参加田间劳动的广大妇女群众参加到劳

动战线上去。”瑐瑤１９５６年农业社里女社长的高比例，
与这一时代背景不无关系。但是，一旦时过境迁，
“迅猛增加的社会劳动力，超出了社会经济的承载
能力，破坏了社会经济结构包括劳动力结构的协
调”，于是大规模的针对妇女的精简便开始了。与
之相应，妇女参与国家管理的水平也开始大幅

下降。
在革命事业对农村妇女的参与有强烈的需求

时，被政治企业家及组织“感知”所型塑的农村妇女
是“决定革命胜利的伟大力量”、“伟大的人力资
源”，这种感知转化为制度性的结果。１９２７年１１
月江西省苏维埃颁布的《临时组织法》，是我国第一
部体现男女平等的法律，此后的《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宪法大纲》，有关妇女解放的宣言也十分坚定，是
“以保证彻底实行妇女解放为目的”，并要“实行各
种保护女性的办法，使妇女能够从事实上逐渐得到
脱离家务束缚的物质基础，而参加全社会经济的、
政治的、文化的生活”。在法律的支持下，苏维埃政
府还通过制定政策来保证妇女当选，１９３３年根据
地大选，中央组织部明确要求代表中要保证妇女代
表占２５％的比例。这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根
据地选举中，妇女参政的最早比例制度。到抗日战
争时期，为确保妇女当选的权利，各地均规定了参
议员中妇女的比例。为了确保这些政策法律得到
切实的实施，根据地政权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程序
的创新。以才溪乡为例，当时的选举实际上是妇女
们的选举，在当事人的回忆中，“像我们所在的下才
溪发坑村，要从１０个候选人中选出５个代表。男
的都当红军去了，选民尽是老人、妇女。临投票时，
让这１０个人站成一排，背着手面向墙壁，每个人后
面各摆一个碗。每个选民分５颗黄豆，同意选谁当
乡苏代表，就往谁的碗里放一颗。得黄豆最多的５
个人就是获选代表。”而正是这些没有文化的妇女
将选举开展得有声有色，毛泽东称其为“苏区的选
举运动的模范”。
诺思说：“感知来自于参与者的信念———关于

自身行动结果的推测”，党及国家（政权）对农村妇
女参与的“感知”，更迫切、更真实地来源于革命的
需要，或者说是来自“群体利益服从整体利益”信
念。“人们所持的信念决定了他们所做出的选择，
然后，这些选择建构了人类行为的变化”瑐瑥。即便
是战争及新中国成立之初，对妇女参与的需求极其
强烈的情况下，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制度安
排的优先序列，农村妇女的“解放”都居于从属于革
命的地位。毛泽东的论述以及共产党的政策文件，
清楚地表明了农村妇女的解放需要等待其他条件

的成熟才能实现。这两个优先条件是：其一是阶级
的消亡，其二是经济的发展与农业机械化的实现。

１９３０年，当根据地妇女婚姻自由的要求与革命的
需求发生冲突（男性农民的利益受损，影响扩大红
军）时，中共闽西特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关于妇女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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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问题决议对妇女的特殊利益与阶级利益进行了

分析，提出家庭剥夺妇女是“因为妇女的家庭受了
整个统治阶级剥削，穷了，不得不转过来去剥削妇
女。”因此“我们的结论必须归结到阶级的关系上
去。……必须更进一步地去参加整个革命，才能完
全解放”。瑐瑦因此，妇女的婚姻自由要求必须从属于
扩大红军的需要，１９４３年为了动员广大农村妇女
参与生产劳动，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并以中国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名义正式颁布的《关于抗日根据地目前
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中指出：“要提高妇女的政治
地位、文化水平，达到妇女解放，必须从经济丰裕与
经济独立入手，所以，广大农村妇女能够和应该特
别努力参加的就是生产。”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论
述农村妇女解放的社会条件，一方面他认为，“真正
的男女平等，只有在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
中才能实现。”瑐瑧而另一方面，他又提出“合作化后，
农业生产还是主要靠体力劳动，妇女又要兼顾家
务，所以只有当农业机械化后，才能根本改变妇女
搞农业生产少的这种情况。”“只有当阶级社会不存
在了，笨重的劳动都自动化了，农业也都机械化了
的时候，才能真正实现男女平等。”瑐瑨１９５６年３月８
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充分发挥妇女在社会主义
建设中的伟大作用》的社论中指出：“对妇女本身来
说，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也是妇女解放的过程。
只有在消灭了阶级剥削和贫困根源之后，在社会技
术和社会风气得到根本改变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真
正完全的男女平等。”仔细分析革命领袖及国家政
策文件的论述，农村妇女的解放与社会革命之间有
着公开的一致性和隐蔽的紧张关系。当农村妇女
的特殊利益与革命具有一致性，妇女参与需求就能
得到表达并且在制度安排中得到关注，而一旦环境
改变，农村妇女特殊利益与革命之间隐蔽的紧张关
系露出水面，妇女解放的事业就变成了需要等和靠
的变革，要等到阶级的消亡、要靠社会化和家务劳
动的现代化来实现，农村妇女的解放最终要靠进一
步工业化来解决。于是，权力的第二张面孔———通
过国家的制度和结构形成的“一个过滤系统”而将
“妇女的解放”置于非重要的地位。瑐瑩

说得更深刻一点，妇女的解放应该是在不损及
男子利益的前提下渐进而行。在一个传统男权社
会的背景下进行的、由男性为主体领导的革命，是
不能损及男子的利益，革命的结果如果极大损害革
命者（男性）的利益，革命也无法进行。１９４０年毛
泽东给中央妇委写信，有一段经典的论述，“提高妇
女在经济、生产上的作用，这是能取得男子同情的，

这是与男子利益不冲突的。从这里出发，引导到政
治上、文化上的活动，男子们也就可以逐渐同意了。
离开这一点，就很勉强。”瑑瑠毛泽东的论述既是妇女
解放的策略，更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信念体系和制度框架有着密切联系。信念体
系是人类行为的内在表现的具体体现。制度是人
们施加给人类行为的结构，以达到人们希望的结
果。也就是说，信念体系是内在表现，制度是这种
内在表现的外在显示。”瑑瑡主流意识的信念在建构
制度上有所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前四
年，中国进入民主建政时期，１９５３年国家的《选举
法》获得通过，规定了“妇女有与男子同等的选举权
和被选举权”，新中国的《选举法》在关于代表名额
的法律条文中，没有再规定女代表的人数和比例，
邓小平在《关于选举法草案的说明》中指出：“必须
着重指出草案中虽然无须专门规定妇女代表的名

额，但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中，必须注意选
出适当数目的妇女代表。不能设想，没有适当数目
的妇女代表的人民代表大会，会具有广泛的代表
性。”瑑瑢邓小平的说明反映了政府对妇女代表问题
的关注，但新中国的《选举法》较之根据地时期的选
举比例制规定，无疑是有差距的。而且，选举法关
于妇女参与的含糊说法———“适当”数量———从此
频频出现在有关妇女参与各级政府及自治组织管

理的文件和法律中。同样，在我们很多地方政府领
导人的认识以及组织的报告中，对农村妇女的“感
知”也发生了变化，她们被“型塑”为素质低下、没有
参与意愿的群体。与现在浩浩荡荡的男人外出打
工、妇女留守村庄一样，革命根据地时的村庄，也是
“女人的村庄”“女性化的农业”。但是明显的不同
是，现在农村是“女人的村庄”“男人的村委会”。为
什么同是“女人的村庄”，女人在村庄管理中的地位
和角色会有如此大的差距？

主流社会及村庄精英对此的解释是：农村女性
素质低；农村妇女自己没有参与村庄治理的意愿。
问题是当下农村妇女参与村庄治理“素质”（无论从
文化、见识、还是公共参与能力）都大大高于革命战
争年代，战争年代选举投黄豆，都能把民主进行得
有声有色，充分说明了民主是一个“干中学”的实践
积累过程。“这是在社会最底层、文化和政治经验
极度缺乏的群体中进行的民主选举，民主政治不光
是由下而上争取到的，也是由上而下设计出来的。
因为底层民众缺乏政治经验，所以他们在参与政治
时需要种种引导和方便设施的辅助。民众因缺乏
引导和辅助而缺乏参与民主政治的意识和能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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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作为民主政治尚不具备社会基础的证据

的。”瑑瑣妇女的民主参与进程，关键性因素不在于她
们自身的文化和政治经验（这些都是可以通过学习
而获得），根据不同的环境，民主制度和程序都是可
以创设并得到有效实施的。农村妇女参与村庄治
理的意愿不足，与行动者（农村妇女）“感知”到的行
动后果相关，如果她感知不到行动所能带来的“光
荣与梦想”，她当然选择理性的无知和不参与。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作为参与者和作为制度的

建构方双方的“感知”发生了变化。中国共产党在
动员妇女参加革命的过程，通过细致而深入的动员
以及制度建设，关注到妇女的切身的“特殊利益”，
从细致入微的具体事件中，使妇女能够“感知”到
“解放”，她们确实有了政治上解放、经济上受益、社
会性别身份上翻身的感觉，建国初年，合作化和人
民公社实行之初，以往在家族／家庭范围内进行的
劳动，现在集体制生产关系下进行，使农村妇女获
得了非常具体的“解放”体验，一段时间内的“集体
的狂欢”则是一个苦并快乐着的过程。而这种“感
知”极大地激起了她们的热情和才智，她们的行动
正是基于如此“感知”而被型塑。当然，“集体的狂
欢”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久，动员体制下的集体劳动
以强制性政治和狂热的运动式精神动员来持续，虽
然集体的劳动曾经带来愉悦的体验，集体劳动也让
妇女的劳动计入社会劳动的报酬体系，体现了妇女
的劳动贡献，但年复一年收获甚微且劳动量甚大的
劳动，逐渐降低了农村妇女对“解放”的感知，虽然
她们中有少数精英仍然在任命体制下，进入生产
大、小队的集体权力机构，但底层的绝对多数妇女
仍在权力结构的边缘。集体体制下旷日持久的政
治压力、画饼充饥的经济激励、日复一日的沉重劳
动到底给她们带来了什么“解放”？集体体制下的
基层动员与战争年代曾经有过的底层动员，所投入
的情感、价值的认同、政策与行动的真诚与力度有
相当大的差异，当年妇女曾经有过的作为群体受到
政府重视的存在感、当家管理村庄的价值认同感，
生活处境得到切实改善的喜悦感等等感知构成的

认知模型发生了变化。有些感知已成为常态不再
具有激励、有些感知（如当家作主的承诺并没有成
为现实）消失，有些感知（妇女特殊利益受到的政府
关注度下降）已发生变化，农村妇女们的群体感知
有很大的不同，她们对公社体制以及妇女解放的认
知模型改变，信念系统从而变化，妇女参与公共领
域的行动也相应变化，倦怠成为一种群体信念，倦
怠的集体行动成为群体的选择，农村大集体的经济

和政治制度以及农村妇女的集体参与制度的交易

成本持续上升，这个制度也就到了变迁的边缘。
制度建构方的“感知”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制定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发展
战略，农村妇女作为公共领域不可忽视的潜在的强
大力量而被“感知”，“妇女的力量是伟大的。我们
现在打日本，要妇女参加，生产要妇女参加，世界上
什么事情，没有妇女参加就不成功。”“全国妇女起
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日。”瑑瑤 农村妇女的
“解放”与革命胜利以及后来的经济建设息息相关，
因而，妇女是“伟大”的“人力资源”。但是，当制度
建构方“感知”的需求发生了变化，或者用新制度经
济学的概念来说，是“妇女参与”这个变量的相对价
格发生了变化，政治权力或经济发展的问题成为当
务之急，妇女解放就成了一个需要等和靠的变革，
即妇女的解放，最终要靠社会化和家务劳动的现代
化来实现，至于农村妇女的解放最终要靠进一步工
业化来解决。因此，在一段时期里，被很多人津津
乐道的“中国妇女运动的历程由政治解放到自我解
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由于国家需求的减
弱而松弛了与国家政治的关联度，妇女的自我解放
变成了妇女自说自话的事业。
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代表大会将男女平等基

本国策写入了十八大报告中，党和国家对于社会公
平以及社会性别平等的“感知”越来越强烈，农村妇
女参与村庄治理的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我们
用以了解外部世界的工具本身是很多经历的产物。
它被我们生活环境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条件所塑造，
它体现了对于我们过去所经历的环境中各种要素

之间关系的某种遗传性复制，我们对环境中任何新
事件的解释都是根据那种经验进行的。”瑑瑥在新的
环境条件下，重新型塑国家与农村妇女双方的“感
知”，能够有效改变当下农村妇女在村庄治理中的
边缘状态，当制度建构方的国家和制度行动者的农
村妇女群体，双方的感知通过反复的互动而形成共
识、成为共有信念之后，信念系统作为制度沉淀下
来，双方都共享相近或相同的“共享心智模型”，双
方都不是在或迫于时局需求、或受到强制或动员的
状态下投入情感、价值和行动选择，这种共享的心
智模型稳定下来，形成可以持久的制度路径依赖，
制度的交易成本下降，制度便进入良性的可持续发
展轨道，农村妇女在公共领域实现“光荣与梦想”的
时代才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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